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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在《西洋制作乾隆款画珐琅器物考》（以下简称“《西》文”）中指出，在两岸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乾

隆款画珐琅器物中，有十件极可能是当时将图样送到法国所造，文章对这些器物可能具有的特点进行了

推测，并且对远赴法国制作画珐琅器的前因后果进行了初步分析
‹1›
。之后，其中三件画珐琅器被送至故

宫博物院文物保护标准化研究所进行相关检测，结果表明，这三件器物与当时国产画珐琅器不仅在外观

装饰上存在差异，在内部构造、釉料成分和胎体材质方面也存在极大不同，可以肯定，器物确为法国制

作。本文拟在公布检测结果的基础上，通过对文献的进一步梳理和分析，探讨这批器物的来龙去脉。

一  检测结果

《西》文已经从款识、釉质等方面分析判断故宫博物院藏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故116545）、乾隆款

画珐琅白地蓝花卤壶（故116597）和乾隆款画珐琅牡丹纹海棠式花篮（故116773）为西洋所造器物。但

是，上述结论仅从表面特征推导得出，尚不够全面。因此，笔者刘瀚文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科学检测，希

望从成分分析等方面找到更为确凿的证据，以探究这三件器物的确切产地。

* 本文为故宫博物院2021年度科研课题“院藏法国造乾隆款画珐琅器物研究”（项目编号：KT2021-04）阶段性研究成果，得到北京故

宫文物保护基金会学术故宫万科公益基金会资助。

‹1›  王翯《西洋制作乾隆款画珐琅器物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7期，第19－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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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在有关法国工匠签名的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科

学检测和文献梳理，进一步明确了故宫博物院所藏三件“乾隆年制”款画珐琅器为法国

所造。同时，作者论证了这批法国制造的画珐琅器物进入清宫的时间应为乾隆四十九年

（1784），通过对其入藏地点和款识的分析，初步探讨了这批画珐琅器物在乾隆朝宫廷的

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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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

1. 产地标识

继珐琅画师“coteau”的签名在壶底被发现后，刘瀚文又在壶盖沿内侧发现三个微小戳印痕记，放大

后可辨识为18世纪法国金匠相关戳记，分别是金匠标章、巴黎地区征税标章和金属纯度标章。按当时法

国金银制造业行会规定，工匠标章通常由2－4个大写字母组成，第一行为名字缩写，第二行为姓氏缩

写，多为3个字母呈倒三角的排列形式，字母中间或搭配百合花或其他私人作坊标识。制作此壶的工匠

姓名缩写极有可能是“JDD”〔图一〕，目前已知的活跃于同时期（即路易十六时期）、在巴黎的注册工匠只

有Jean Daniel DOERFFER
‹1›
。按照当时法国商标相关法令与行会规定，金匠需将盖有工匠标章的半成品

送去征税单位申报，税官会打印征税标章。比对文献资料发现，壶中发现的标章〔图二〕与1782－1789

年征税标章〔图三〕相符，说明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故116545）应在1782－1789年之间制作完成。又

有纯度标章〔图四〕，在法国巴黎，盖过征税标章的半成品要再送往金匠行会，验证纯度是否符合规范，

通过验证即可打印纯度标章。巴黎地区金银行会标章为敞开式皇冠下加大写字母，于1461－1462年从

字母“A”开始，包括了除“J”“U”“W”以外的23个字母，基本保持每年更换一次。1783年，这一标章首次使

用“U”代替“V”〔图五〕，1784年标识则改换为“P”
‹2›
。该壶出现了字母“U”，对应的年份正好是1783年。

综合考察金匠标章、征税标章、纯度标章和壶底签名即可确认，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故116545）

是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在法国巴黎地区由金银器工匠Jean Daniel DOERFFER制作金质胎体，并由珐琅

画师Joseph Coteau烧制表面珐琅。这一发现不仅明确了制作地点和时间，更纠正了以前一个错误认知，

‹1›  Christophe Ginter, Les 6000 poincons de l’orfevrerie francaise sous Louis XVI(1774-1791): Orfèvres, Villes, Régions et Dates, Paris: Ginter 

Editions, 2009, p.306.

‹2›  Paul de Cazeneuve, La Garantie française et ses poinçons de 1260 à nos jours, Alger: St Léon, 1899 2ème édition, p.IV.

〔图一〕 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上18世纪法国工匠标章 
刘瀚文摄

〔图二〕 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上18世纪法国
巴黎征税标章 
刘瀚文摄

〔图三〕 法国1782-1789年征税标章 
采自 Christophe Ginter, Les 6000 poincons de l’orfevrerie 
francaise sous Louis XVI （1774-1791）： Orfèvres, Villes, Régions et 
Dates, Paris: Ginter Editions, 2009, p.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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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实乃金胎，而不是铜胎。下文所列检测数据进一步验证了胎体的金属属性。

2. 检测数据

《西》文根据清宫造办处档案推测，弘历于乾隆四十年（1775）下旨粤海关仿造前朝画珐琅器，粤海

关官员画样后将图样送往法国制造，此后弘历又下旨粤海关继续仿制，但粤海关并没有再找法国人，而

是在广州本地制造。为了验证此说法，我们将与法国造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图六：A，以下简称壶

A〕大小、外形和纹饰完全相同的另外三件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以下简称为壶B、壶C、壶D），一并送到

文物保护标准化研究所进行检测。

（1）胎体金属

四把壶的金属XRF
‹1›
分析结果如［表一］所示。从元素分析的结果来看，壶A与其他壶有明显不同。壶

A的金属部分平均含金91%、铜4.4%、银4.3%，故可认为其是金胎画珐琅壶。这和上文提到法国金匠行业

协会标准相符，含金量达到90%以上才可以认定为金胎。

而其他壶的平均金属元素含量分别是：壶B，含金51.7%、铜37.7%、锌2%、汞8.7%；壶C，含金46.7%、

铜44.8%、锌1.3%、汞7.3%；壶 D，含金35.9%、铜57.2%、锌1.5%、汞5.4%。因此，可以认定壶B、C、D的胎体

金属是含少量锌的红铜，检测到汞元素说明表面的金是镀金。

［表一 ］   四把画珐琅壶的金属胎体部分元素测量结果

A(G116545)% B(G116528)% C(G116546)% D(G116527)%
Cu Zn Ag  Au Cu Zn Au Hg Cu Zn  Au  Hg Cu Zn Au  Hg

盖口 3.1 0.0 3.3 93.6 29.7 2.4 58.3 9.6 51.3 0.5 42.6 5.7 48.4 2.9 44.3 4.4
壶身 4.0 0.0 3.4 92.6 24.9 0.8 63.3 11 11.2 0.6 74.9 13.3 34.9 0.9 56.0 8.3
开光 3.3 0.0 4.7 92.1 40.9 2.2 48.5 8.3 59.8 2.5 32.6 5.2 37.9 2.2 51.9 8
壶底 7.4 1.1 5.4 86.1 53.7 0.2 39.6 6.5 53.2 2.3 38.2 6.3 48.9 0 44.1 7
平均值 4.4 0.3 4.3 91.1 37.7 2 51.7 8.7 44.8 1.3 46.7 7.3 57.2 1.5 35.9 5.4

‹1›  X射线荧光光谱(X-Ray Fluorescence)简称XRF。

〔图四〕 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上18世纪
法国巴黎地区金匠行会纯度标章 
刘瀚文摄

〔图五〕 1783年度巴黎金匠行会所采用的纯度标章 
采自王竹平 《法国制造的印记——谈康熙款金胎
雕刻内填珐琅花卉碗》， 《故宫文物月刊》 2012年
第4期， 第120页

〔图六〕 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
A 故116545  B 故116528
C 故116546  D 故116527

（A）

（C）

（B）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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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珐琅成分

从元素分析结果［表二］来看，四把壶的基底釉料都可以算作铅－钾釉，但是壶A基底釉中的钾元素

含量与其他三把壶存在明显区别。壶A中钾元素含量平均值是2.7%，而其他三把壶分别为壶B 10.5%、壶

C 7.6%、壶D 10.4%，壶A中的钾元素含量明显低于其他三把壶。中国画珐琅（包括珐琅彩与粉彩）的基底

釉为铅－钾釉，同样，明清两代时世界画珐琅生产中心法国Limoges所采用的画珐琅基底釉也是铅－钾

釉，但不同时期的Limoges画珐琅中钾元素含量并不相同，壶A的检测结果比较符合16－18世纪Limoges

画珐琅的K钾含量区间
‹1›
。

［表二］   四把画珐琅壶釉料玻璃相元素

A(G116545)% B(G116528)% C(G116546)% D(G116527)%

Si 61.5 51.7 52.1 47.7

K 2.7 10.5 7.6 10.4

Pb 20.2 33.1 35.8 37.1

Ca 7.4 0.6 0.9 0.6

（3）呈色剂

通过对四把壶进行拉曼光谱分析［表三］，可以看出四把壶在呈色剂上的差别，其中白色的呈色机理

不同最能说明问题。壶A的白色是锡白，即依靠二氧化锡（SnO2）晶体在玻璃中产生的乳浊效应得到的白

色，壶B、C、D的白色是砷白，即依靠砷酸铅（PbHAsO4）晶体的乳浊效应得到的白色。两种白色存在明显

区别。当时，中国和西洋在画珐琅工艺上，对于这两种白色颜料的使用存在明显偏好，中国掐丝珐琅工

艺自明末清初起就开始使用砷白（白信石），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中国本土工匠制作的画珐琅器物均采用

砷白；锡白则是西洋画珐琅中最常见的白色颜料，相关文献显示，Limoges地区直到18世纪才开始出现

在画珐琅中使用砷白的记录，虽然在使用时间上与中国清代康熙－乾隆朝存在重叠，但根据目前已经发

表的研究成果来看，砷白或者锡白还是可以作为区分中西画珐琅料的重要标志。

另外，壶B、C、D在呈色剂上的差异（如壶D与壶B、C在紫色、浅绿色、浅蓝色上的区别），说明其珐琅

釉料的配方并不相同，继而证明它们并非同一时间烧造。这与档案上的记载相符，即按照乾隆帝的旨

意，在乾隆四十年以后多批次陆续成造。

［表三］   四把画珐琅壶之呈色晶体及元素

序号

呈色剂
壶A（G116545） 壶B（G116528） 壶C（G116546） 壶D（G116527）

白色
锡白(二氧化锡)
Sn含量：18.02%

砷白(砷酸铅)
As含量：4.9%

砷白(砷酸铅)
As含量：3.4%

砷白(砷酸铅)
As含量：5.4%

黄色
铅锡锑黄
Sn含量：20.18%
Sb含量：0.48%

铅锡黄Ⅱ型
Sn含量：1.6%

铅锡黄Ⅱ型
Sn含量：1.2%

铅锡黄Ⅱ型
Sn含量：1.4%

‹1›  Syta O, Kępa L, Mistewicz A, Weso łowska C, Wagner B,”In situ study of Limoges painted enamels by portable X-ray fluorescence 

supported by laser ablation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ry analysis of micro-samples,” in Microchemical Journal, 2018, 137, pp.3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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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呈色剂
壶A（G116545） 壶B（G116528） 壶C（G116546） 壶D（G116527）

蓝色
钴离子着色(富As)
Co含量：2.11%

钴离子着色(富As+Fe)
Co含量：1.0%

钴离子着色(富As+Fe)
Co含量：0.6%

钴离子着色(富As+Fe)
Co含量：1.1%

紫色
金红
Au含量：0.25%

铁/钴离子着色
Co含量：0.2%
Fe含量：0.3%

锰/钴/铁离子着色
Mn含量：3.1%
Co含量：0.3%
Fe含量：0.7%

铁/钴离子着色
Co含量：0.3%
Fe含量：0.4%

深绿色 器物没有该颜色
铜离子着色
Cu含量：3.2%

铜离子着色
Cu含量：3.7%

铜离子着色
Cu含量：4.0%

浅绿色

铜离子着色+
铅锡锑黄
Cu含量：2.42%
Sn含量：17.98%
Sb含量：0.09%

铜离子着色+
铅锡黄Ⅱ型
Cu含量：1.4%
Sn含量：0.7%

铜离子着色+
铅锡锑黄
Cu含量：2.3%
Sn含量：0.5%
Sb含量：0.07%

铜离子着色+铅锡黄
Cu含量：1.8%
Sn含量：0.8%

粉红色
金红
Au含量0.08%

金红
金含量未检出

金红
金含量未检出

金红
金含量未检出

黑色
勾线

金红+铁
Au含量1.53%
Fe含量1.32%

铁/锰/铜离子
Fe含量：1.6%
Mn含量：0.1%
Cu含量：0.5%

铁/锰/铜离子
Fe含量：0.7%
Mn含量：0.1%
Cu含量：0.2%

未检测到

红色
勾线

器物没有该颜色 氧化铁 氧化铁 氧化铁

浅蓝色 器物没有该颜色
铜离子着色
Cu含量：1.7%

器物没有该颜色
铜离子着色
Cu含量：1.6%

3. 结构工艺

为全面了解每把画珐琅壶的结构，我们又对四把画珐琅壶进行了X－CT检查。壶A与其他三壶在结

构上存在显著区别，主要有两点。一是壶A的柄是用螺钉固定在预先设计好的壶体突出部分上〔图七〕，

其他三把壶的柄则是直接焊接在壶身上〔图八〕。第二个不同点在壶盖上，壶A盖顶部留有外露的金属部

分作为装饰〔图九〕，并通过一个延伸下来的金属条与整个壶盖连接固定，另外三把壶的盖则都是整体铸

造成型〔图十〕。部件之间采用插接或螺钉固定的方式加以连接，比国产器物直接焊死的做法更加耐用，

可以归结为这批法国造器物的一个显著特点。

通过对四把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的全面检测和对比，可证壶A为法国制造，壶B、C、D则为中国制

造，此结果与《西》文推断完全符合。法国造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所呈现的金胎、锡白和结构差异等特

点，为其他法国造器物的判定提供了可靠依据。

（二）乾隆款画珐琅白地蓝花卤壶

此壶〔故116597，图十一〕上并没有发现可以证明产地等信息的戳记或标识。但从XRF分析结果［表

四］上可以看出，此壶金属部分平均含金95%、铜2.7%、银1.9%，故可认为是金胎。透过拉曼光谱分析〔图

十二〕可以看出卤壶上的白色呈色剂是锡白，和法国造乾隆款菊花纹壶相符。金胎和锡白底两个特点明

显区别于国产画珐琅器物，可据此判断此壶亦非中国生产。

(续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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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壶A （故116545） 柄使用螺钉固定在壶体突出部分 
刘瀚文摄

〔图八〕 壶D （故116527） 柄直接焊在壶体上
壶B与壶C处理方式与此相同  刘瀚文摄

〔图九〕 壶A （故116545） 盖顶部留有外露的金属部分作为装饰， 
并通过延伸下来的金属条与整个壶盖连接固定 
刘瀚文摄

〔图十〕 壶C （故116546） 盖为整体铸造而成
壶B和壶D与此处理方式相同  刘瀚文摄

〔图十一〕 乾隆款画珐琅白地蓝花卤壶 （故116597）
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二〕 故116597卤壶白色釉料拉曼测量结果 
经过与标准谱库比对可知， 白色釉料均为锡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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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乾隆款画珐琅白地蓝花卤壶 （故116597） 胎体元素测量结果

Cu % Zn % Ag % Au % Hg %

G116597-嘴 2.26 0.03 2.43 95.25 0.02

G116597-沿 4.18 0.05 2.71 93.03 0.04

G116597-丝 0.44 0.08 0.10 98.96 0.42

G116597-顶 3.97 0.04 2.20 93.77 0.02

此外，故宫博物院藏卤壶盖上有一圈

缠丝金线作装饰，而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雍正款铜胎画珐琅白地蓝花执壶（故珐229）

〔图十三〕以及大小、造型、纹饰均相同的其

他乾隆款卤壶
‹1›
上，均无此装饰。并且，故

宫博物院藏卤壶盖为平面，而台北故宫博

物院藏诸件卤壶盖皆有折沿，笔者在《西》

文中曾推断此现象为“法国人按照自己或本

地的审美进行了局部美化”
‹2›
。但比对缠丝

金线位置以及盖面图案的对应关系，推断

其更有可能的原因是：广州工匠在给器物

画样时，没有清楚地呈现出原件雍正款卤

壶盖有向下的折沿，或者说是法国工匠并未完全看懂图样中的器型特点，从而导致法国造器物与原件

以及国产诸件产生差异。此现象也从侧面再次证明，当时将十件康熙、雍正款画珐琅器物画样后，只

是将图样送到法国，原件实物仍留存在广州。

（三）乾隆年制款画珐琅牡丹纹海棠式花篮

经XRF检测，花篮〔故116773，图十四〕胎体表面含金量达 93.38% ［表五］，但是，该器物并不是整

体胎体为金胎，而是采取包一层金皮的方式来处理，在花篮提梁两端露胎部位，可检测出里边一层是铜

胎，而外边一层是金质。

［表五］   乾隆年制款画珐琅牡丹纹海棠式花篮 （故116773） 胎体元素测量结果
 Cu % Zn % Ag % Au % Hg %

G116773-表面 5.07 0.07 1.46 93.38 0.02
G116773-内里 95.62 0.39 1.56 2.14 0.29

拉曼光谱检测显示〔图十五〕，除花篮外底部白色为砷白外，器身白色均采用锡白作为呈色剂。外

‹1›  施静菲、王崇齐《乾隆朝粤海关成做之“广珐琅”》图19 “清 乾隆 铜胎广珐琅白地蓝花执壶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美术史研究集

刊》2013年总第35期，第173页。

‹2›  前揭王翯《西洋制作乾隆款画珐琅器物考》，第27页。

〔图十三〕 雍正铜胎画珐琅白地蓝花执壶 （故珐229）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采自施静菲 《日月光华——清宫画珐琅》 图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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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白色为砷白的原因尚未判

明，初步推测有外底白釉和

款识为回国后烧制的可能。

从CT结果上也可以看到

该器物与国产器的不同，其提

梁是通过两根插针固定在器

身两侧的卡扣里〔图十六〕，而

国产画珐琅花篮（故116802）

提梁则是直接焊死在器身之上

〔图十七〕。

上述检测数据和结构工

艺等方面信息，印证了笔者

王翯在《西》文中的推测，即

故宫博物院藏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故116545）、乾隆款画珐琅白地蓝花卤壶（故116597）和乾隆款画珐

琅牡丹纹海棠式花篮（故116773）确实为法国所造。

二  相关问题

（一）制作时长

粤海关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将第一批仿制珐琅器送到宫廷，笔者王翯曾推断此批仿制器就是西

〔图十四〕 乾隆款画珐琅牡丹纹海棠式花篮 （故116773）
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五〕 乾隆款画珐琅牡丹纹海棠式花篮 （故116773） 拉曼光谱检测

〔图十六〕 乾隆款画珐琅牡丹纹海棠式花篮 （故116773） X-CT照片

〔图十七〕 国产的乾隆款画珐琅花篮 （故116802） X-CT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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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所造，主要依据是制作周期不是普遍的五个月左右，而是长达两年
‹1›
。然而，根据法国造乾隆款画珐

琅菊花纹壶上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法国金匠的相关戳记，上述几件法国产画珐琅器物更有可能是在

乾隆四十九年（1784）被送到紫禁城
‹2›
，档案记载的器物名称、数量和第一批仿制器相同，时间亦与戳记

相符。 

可是，同时送往法国制作的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金胎珐琅碗上却有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的戳记
‹3›
，

说明乾隆四十年乾隆帝下旨粤海关仿制前朝珐琅器后，器物的图样很快被绘制完成，并送往法国进行

制作，但最终要等到乾隆四十九年才得以送回中国。除去路途遥远和工时耗费等因素，时间之长亦可谓

超乎寻常。何故如此？虽尚无肯定依据，但可以暂作参考的是，1775年（乾隆四十年）美国独立战争爆

发后，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借机下令参加战争，于是，英国开始在海上拦截法国的货船，导致前往中国贸

易的商船受到影响。从英国东印度公司记载的各国商船历年来华贸易的情况来看，1779年（乾隆四十四

年）至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未见法国商船来到广州
‹4›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相关制作工期和运

输被一再拖延。

（二）康熙款识

根据之前的发现和研究
‹5›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熙金胎内填珐琅花卉碗”（故珐270）应是乾隆

四十二年（1777）在法国制作，但却有“康熙御制”款识。笔者此前推测，碗在法国制作，而款识是回到

中国烧制而成，又恰逢当时广州官员更替，继而产生误会
‹6›
。然而，造办处的档案明确记载乾隆四十二

年送到紫禁城的十件仿制器“俱乾隆年制”款识
‹7›
，说明乾隆帝看到的，并不是那件法国制作的金胎碗，

更可能是在广州本地制作的“清乾隆铜胎广珐琅盖碗（故珐000101，列－634）”
‹8›
。另一方面，虽然金胎

珐琅碗可能于乾隆四十二年在法国已制作完成，但很可能并不是在当年被送回中国。有鉴于此，之前

的推测明显唐突了。那么，乾隆四十二年法国制作的金胎珐琅碗上却有“康熙御制”款识，是否真如王

‹1›  前揭王翯《西洋制作乾隆款画珐琅器物考》，第23页。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47册，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38页。

‹3›  详见王竹平《康熙款与乾隆款浮雕珐琅金碗的制作及其关联性》，《故宫学术季刊》2013年第30卷第4期；前揭王翯《西洋制作乾

隆款画珐琅器物考》。

‹4› ［美］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一六三五—一八三四年）》第二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7、59、

60、72页。

‹5›   前揭王竹平《康熙款与乾隆款浮雕珐琅金碗的制作及其关联性》。

‹6›   前揭王翯《西洋制作乾隆款画珐琅器物考》，第27页。

‹7›   前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40册，第470页。

‹8›   前揭王竹平《康熙款与乾隆款浮雕珐琅金碗的制作及其关联性》，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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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平所推断“或许是为尊祖，可以区别康熙形制与乾隆形制，以表尊重的特殊意涵”
‹1›
？笔者认为此观点

有待商榷。如果为了“尊祖”，那为何同样在法国制作的画珐琅花篮（故宫博物院藏，乾隆款画珐琅牡丹

纹海棠式花篮，故116773）也在仿制康熙朝器物（故宫博物院藏，康熙款画珐琅牡丹纹海棠式花篮，故

116765），却落“乾隆年制”款识？

或许从工艺与传承的角度来思考，才是探究皇帝初衷的正确方向。“康熙金胎内填珐琅花卉碗”（故

珐270）采用“透明珐琅”装饰工艺
‹2›
，从两岸故宫博物院的收藏来看，清宫旧藏的画珐琅器物中，使用金

胎并采用“透明珐琅”工艺且落“康熙御制”款的器物仅此一件，而“乾隆年制”款识的器物则有二十七件
‹3›
。

似可推测为乾隆帝对本朝所造金胎透明珐琅碗工艺颇为满意，却苦于没有前朝榜样，于是旨令在法国制

作的碗上落康熙款识，以便形成传承有序的局面。截止到文章发稿之时，我们尚未找到确凿证据来证明

乾隆帝知晓画珐琅器乃法国人制造，但可以确定他清楚这些器物都是本朝的仿件。除了乾隆帝本人和具

体操办此事的人员，无人知晓该器物并非康熙朝所造。那么，后人必会直观地认为，乾隆朝的金胎透明

珐琅工艺一定传承自康熙朝，这也许才是弘历的真实用意
‹4›
。

（三）入藏地点

如果恰如笔者推断，法国制作的器物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才进入清宫，乾隆帝命人将其装入楠

木匣后交宁寿宫存放
‹5›
。那么，在宁寿宫收藏画珐琅器和以往在乾清宫端凝殿收藏是否有区别呢？欲解

答此问题，需要从收藏画珐琅的意义和档案记载等方面入手。

首先，需要认清画珐琅这一外来工艺，不仅在技法、装饰效果上与中国传统工艺有所区别，更有其

独特的政治意涵，已有多位学者对此进行过深入探讨。例如，有学者指出：“画珐琅技术是在康熙、雍正

两位皇帝的直接推动下引进紫禁城造办处并获得发展的。这不仅仅基于两位皇帝对西方画珐琅作品的单

纯喜爱，更满足了其作为泱泱大国之君无所不能的心态。掌握西方业已繁荣而不为自己所拥有的技术，

如玻璃、画珐琅，成为展示帝国荣耀及权势的象征。”
‹6›
又有学者发现乾隆帝登基初年即开始选取康雍乾

三朝瓷胎、玻璃胎、宜兴紫砂胎、铜胎画珐琅器物，进行系统化整理和定名，装匣后集中存放于乾清宫

‹1›  前揭王竹平《康熙款与乾隆款浮雕珐琅金碗的制作及其关联性》，第183页。

‹2›  故宫博物院学者认为“透明珐琅”属于广义的“广珐琅”（在广州生产制作的铜胎画珐琅）下的一种工艺表现形式。台北故宫博物院

王竹平则在文中称其为“浮雕珐琅”，详见前揭王竹平《康熙款与乾隆款浮雕珐琅金碗的制作及其关联性》，第158页。总之，都是将类玻璃

物质熔凝于金属表面的装饰工艺，可透过器物釉面看到下面的纹饰或胎体。

‹3›  皆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详见前揭王竹平《康熙款与乾隆款浮雕珐琅金碗的制作及其关联性》表二，第161页。

‹4›  限于篇幅，作者拟另行撰文探讨乾隆帝真实意图等问题。

‹5›  前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47册，第769页。

‹6›  许晓东《康熙、雍正时期宫廷与地方画珐琅技术的互动》，载故宫博物院、柏林马普学会科学史所编《宫廷与地方——十七至十八

世纪的技术交流》，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第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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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凝殿，认为“这个地点作为展现清皇室功绩的重要位置毋庸置疑，在紫禁城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1›
。并

且，端凝殿亦收藏松花石砚、痕都斯坦玉等过去没有传统、在清代才出现的器物，另外还有康雍乾三代御

墨以及清皇室列帝御用的朝珠，可见“清宫画珐琅应被视为是足以代表清帝国盛世皇室文化功业之一部

分……作为清帝国统治核心的重要物质，为皇室珍藏在乾清宫的配殿中，借着陈设及赏赐随时提醒统治

者、朝臣、封疆大臣、蒙古大公、西藏喇嘛、藩属国使臣及其他外交使节，帝国的皇权与统治力”
‹2›

 。

其次，至迟从乾隆四十三年开始，乾隆帝即在宁寿宫存放画珐琅器
‹3›
，且专设大柜用来收储

‹4›
。乾

隆帝有时会把新做的画珐琅器分别存放在乾清宫和宁寿宫中，如乾隆四十八年（1783）命人将粤海关送

来“珐琅瓶一对、珐琅铫一对、珐琅小圆盒一对”送到乾清宫，而一同送来的“珐琅盖罐一对、珐琅海棠盒一

对、珐琅提梁壶一对”则交宁寿宫
‹5›
，有时还会取出前朝珐琅器，命粤海关照样烧造数件并落“乾隆年制”

款后，平均分配给宁寿宫和乾清宫
‹6›
。由此可见，在宁寿宫存放画珐琅器，并不是为了陈设或是普通的

收储，而是同乾清宫端凝殿一样在展示和纪念“帝国的皇权和统治力”。

需要特别讨论的是，法国制作的画珐琅器物如果一直在宁寿宫保存的话，在溥仪离开紫禁城后，

清室善后委员会以千字文为序，对各个宫殿内物品进行编号（因后来又重新编号，故将此号称为“参考

号”）清点，宁寿宫内所藏物品的参考号开头应为“號”字。但是，除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康熙金胎内填珐琅

花卉碗”的参考号是“列四二七 17”
‹7›
外，其余皆为“吕四七五”并带有阿拉伯数字的分号，以故宫博物院藏

三件为例，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故116545）参考号是“吕四七五 57E/51”，乾隆款画珐琅白地蓝花卤

壶（故116597）参考号是“吕四七五 53E2/51返”，“乾隆年制”款画珐琅牡丹纹海棠式花篮（故116773）参考

号是“吕四七五 19E/51返”。“吕”字乃养心殿内物件参考号字头，也即是说这些器物在清点时，除“康熙

金胎内填珐琅花卉碗”在乾清宫端凝殿外，其余九件器物并不在宁寿宫，而在养心殿。可是，检索《故宫

物品点查报告》，所谓“吕四七五”是“花缎袱 5块”
‹8›
且无阿拉伯数字分号，文物和参考号又出现了矛盾。

实际上，梳理清宫陈设档即可发现，在乾隆朝造办处档案中提到的收藏画珐琅器的大柜，在陈设档中

‹1›  施静菲《日月光华——清宫画珐琅》，台北故宫博物院，2012年，第151页。

‹2›  前揭施静菲《日月光华——清宫画珐琅》，第216页。

‹3›  前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41册，第369页。

‹4›  如“乾隆四十四年十月初八日匣裱作，员外郎四德、五德等来说，太监厄勒里交金胎珐琅执壶一对……铜胎珐琅元盘一件、铜胎

珐琅包袱式元罐一对。传旨：俱配匣盛装，盖上刻各色签字，得时在宁寿宫大柜内安。钦此。”引自前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

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43册，第122页。

‹5›  前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46册，第620页。

‹6›  前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45册，第816页。

‹7›  “列”字为乾清宫端凝殿之参考号字头。

‹8›  清室善后委员会编《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六辑，线装书局，2004年，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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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记载为“雕紫檀三层大顶柜一对”
‹1›
，一直到光绪朝都在宁寿宫西暖阁内

‹2›
，里面存放铜胎画珐琅器达

213件
‹3›
。但是，当清室善后委员会点交宁寿宫物品时，却未见这批铜胎画珐琅器的记录

‹4›
。与此同时，

在养心殿体顺堂的点查报告中，却出现了陈设档里未曾记载的两个木箱，里面共登记铜胎画珐琅器209

件
‹5›
。木箱里的画珐琅器件数和曾在宁寿宫大柜内的件数相差不多，名称也几乎可以一一对应。据此可

推测，从光绪朝至溥仪离开紫禁城之前，原藏于宁寿宫紫檀大柜内的铜胎画珐琅器，很有可能被收纳并

转移至体顺堂木箱中。因此，法国造画珐琅器目前的参考号字头不是“號”字，而是“吕”字。但实际参考

号不应该是“吕四七五”，而是木箱所对应的号数［表六］。关于参考号为何有误，在找到新的证据之前，

笔者暂时维持在《西》文中的初步判断，即有可能是在南迁过程中发生了误记。

［表六］   法国造画珐琅器物现参考号与实际参考号对照表

档案中名称

法国造仿制器 现参考号

及《点查报告》

对应名称

实际参考号

及《点查报告》

对应名称
故宫博物院藏

台北

故宫博物院藏

金胎西洋
珐琅碗
（康熙御制款）

康熙 金胎内填珐琅花卉
碗（文物号：故珐270）

列四二七-17
金胎珐琅碗

列四二七-17
金胎珐琅碗

铜胎西洋
珐琅花篮
（康熙御制款）

乾隆年制款画珐琅牡丹
纹海棠式花篮（文物号：
故116773） 

吕四七五
-19E/51返
花缎袱 5块

吕三三三二-19
铜胎洋珐琅
提梁花篮

铜胎西洋
珐琅钵盂
（康熙御制款）

乾隆铜胎画珐琅蓝地开
光钵盂（文物号：故珐
327）

吕四七五-6
花缎袱 5块

吕三三三二-655
铜胎洋珐琅钵

铜胎西洋
珐琅方卤铫
（康熙御制款）

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
(文物号：故116545)

吕四七五-57E/51
花缎袱 5块

吕三三三二-56
铜胎洋珐琅
卤铫

铜胎西洋
珐琅杯盘
（雍正年制款）

乾隆铜胎画珐琅杯、盘
（文物号：杯故珐583、
盘故珐584）

吕四七五-72
花缎袱 5块

吕三三三二-72
铜胎洋珐琅杯盘

‹1›  光绪年钞本《宁寿宫陈设册》，《清宫陈设档》陈56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第8页。

‹2›  现在依然陈设在宁寿宫中。

‹3›  前揭光绪年钞本《宁寿宫陈设册》，《清宫陈设档》陈564，第19－33页。

‹4›  前揭清室善后委员会编《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八辑，第147－297页。

‹5›  分别是“吕三三三二－1至79”共150件，详见前揭清室善后委员会编《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七辑，第57－59页；“吕三三四五－

1至33 ”共59件，详见前揭清室善后委员会编《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七辑，第60－61页。

‹6›  前揭清室善后委员会编《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二辑，第49页。

‹7›  前揭施静菲、王崇齐《乾隆朝粤海关成做之“广珐琅”》图19。

‹8›  前揭清室善后委员会编《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六辑，第259页。以下表中“吕四七五”号出处皆同，但记录中并无阿拉伯数字分号。

‹9›  前揭清室善后委员会编《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七辑，第58页。

‹10› 前揭清室善后委员会编《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七辑，第59页。以下表中“吕三三三二”各阿拉伯数字分号的记录，皆在此页。



西洋制作乾隆款画珐琅器物考补证 039

档案中名称

法国造仿制器 现参考号

及《点查报告》

对应名称

实际参考号

及《点查报告》

对应名称
故宫博物院藏

台北

故宫博物院藏

铜胎画珐琅仿成窑花样
盖罐一对
（雍正年制款）

乾隆铜胎画珐琅花蝶圆
盖罐一对（文物号：故珐
660、故珐661）

吕四七五-54
花缎袱 5块

吕三三三二-54
铜胎画珐琅
仿成窑盖罐
一对

铜胎画珐琅壶
（雍正年制款）

乾隆款画珐琅白地蓝
花卤壶（文物号：故
116597）

吕四七五
-53E2/51返
花缎袱 5块

吕三三三二-53
乾隆款铜胎
画珐琅卤铫

三  结 论

本文在传统的文物与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科学检测，为确认故宫博物院所藏三件画珐琅器实乃

法国制造，提供了可靠、有力的证据，并为研究当时中法在画珐琅釉料配方、制作工艺上的不同，提供了

准确的参考资料。画珐琅菊花纹壶上法国相关戳记的发现，纠正了之前错误的判断，如法国造乾隆款画

珐琅器物入藏清宫的时间应由乾隆四十二年（1777）改为乾隆四十九年（1784），收藏地点也应由乾清宫

改为宁寿宫。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熙金胎内填珐琅花卉碗”（故珐270）应是乾隆四十二年（1777）在

法国制作，之所以署“康熙御制”款识，极有可能是乾隆帝想令后世帝王子孙们认为其传承有序的有意之

举。乾隆帝在宁寿宫存放画珐琅器物与在乾清宫端凝殿中相同，都是为了纪念和展示帝国的丰功伟绩。

而这些存放于宁寿宫的画珐琅器在光绪朝至溥仪离开紫禁城之前被转移至养心殿体顺堂。

针对法国制乾隆款画珐琅器物还有诸多问题尚待研究。如在法国所制器物是否都为金胎？而为何在

广州本地制作的器物却多为铜胎？图样送到法国后，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才得以制作完成？诸如此类，仅

仅依靠故宫博物院保存的清宫档案及旧藏文物，难以对相关问题展开全面、深入的调研。因此，与法国

相关研究机构合作调查法文档案材料，以及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就其所藏文物开展协同合作研究，正逐渐

成为解答问题的希望所在。

附记：本文于2021年10月28日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与故宫博物院合办“清代珐琅与欧洲的交流互动：

中法联合实验室国际研究合作项目（2017-2021）结项国际研讨会”上先行宣读。感谢香港中文大学文

物馆许晓东教授和故宫博物院张淑娴、郭福祥研究馆员在论文宣读后给予笔者的指导和鼓励。

［作者单位：王翯、翟毅，故宫博物院器物部；

刘瀚文，故宫博物院文物保护标准化研究所］

（责任编辑：盛 洁）

（续表六）




